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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同乡同业】

“同乡同业” ：“社会经济”或“低端全国化” ？
吴重庆

（中山大学 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同乡同业”是指同一区域的人群依托乡土社会网络，以非正规经济活动的方式，在乡土社会

之外从事相同行业或属于同一产业链的经济活动。 “同乡同业”的出现与特定区域的资源禀赋、生计

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有关。 “同乡同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一种形式，体现了“经济”与“社会”的

互嵌互动。 本文以莆田沿海、平原、山区的区域差异为例，说明经济与社会能否相互嵌入，取决于一

定规模人群在适当时机选择适当行业的经济活动能否借助传统社会网络。 不过，随着资本在经济领

域的不断扩张，今天的“同乡同业”已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去技术化与标准化、品牌化、垄断化，高可替

代性与“打工化” ，产业链缩短，价值链社会分层等特点，正逐渐趋向“低端全国化” 。 研究“同乡同

业”是落实“区域研究” 、丰富中国研究的重要切口。
关键词：同乡同业；社会经济；非正规经济；低端全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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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欧的资本主义，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历久

弥新的问题。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已牵动了好几代学人的思绪，至今余波未了。
不过这场漫长的讨论也许并没有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圈子。 如果从“求异”而非“求同”的角度

关注中国传统社会中经济活动的特殊性，则可能拓宽视野。 如 Ｈｉｌｌ Ｇａｔｅｓ 提出低端资本主义

（ ｐｅｔｔ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这一概念，用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流行的生产方式，即一种不以消费为导向

的，受到政治、血缘、地缘等一系列因素影响的生产方式。 她认为中国农村几百年来并没有以血

缘关系或家庭生产方式运作，而是在与帝国政府组织的贡赋生产方式（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ｍｏｄ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强烈互动的。 她强调这种低端资本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于劳动关系，前者是

封建关系、亲属关系等，而后者是雇佣关系 ［１］ 。 她所谓的低端资本主义，与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同乡同业”也有类似之处。

一、“同乡同业”概念的提出

“同乡同业”概念被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是试图揭示中国内部的一种特殊经济活动的方

式。 最早提及“同乡” “同业”的是高红霞，她在考察上海糖商业同业公会时发现，这一近代以来

兴起的商人组织事实上是从在上海经商的福建人和广东人传统的同乡同业组织如会馆、公所中

发展起来的 ［２］ ，这是从组织的角度关注“同乡”与“同业” 。 郑莉则从经济活动现象的角度第一

次使用“同乡同业”概念，她以早年下南洋的兴化（今福建莆田）人在马来西亚芙蓉坡经营人力

车为例，研究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并把“同乡同业”定义为：“主要是指在城市工商业

经济中，来自同一地区的人群经营相同的行业，利用同乡或同族关系建立商业网络，实现对市场

和资源的垄断与控制。” ［３］ 郑莉对 “同乡同业” 的理解，体现出其所在学术共同体的师承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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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傅衣凌先生研究明清以来乡族经济时看到，乡族势力在水利、交通、集市、贸易、度量衡等

领域对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形成族工族商 ［４］ ；傅衣凌先生的高足郑振满教授看到明

清以来乡族组织已经超出了亲属组织的范畴，即乡族组织“既可以是以婚姻或血缘关系为基础

的亲属组织，也可以是以地缘或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拟似的亲属组织” ，所以明清以来“乡族组织

与地主经济的直接结合，使已经衰落的私人地主经济得到了强化” ，或者说已经转化为乡族组织

的共有经济 ［５］ 。 郑莉所谓的“同乡同业”传统可以说是扩大了乡族组织的社会网络之后的乡族

经济在异国他乡城市里的翻版，但依然还是具有垄断性的。
“同乡同业”概念虽然并非由我发明，不过我把“同乡同业”从经济史的研究中挪来研究滥

觞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东南沿海而于今扩张至全国城镇的依托于乡土社会网络开展某一行业

经济活动的现象。 因为研究对象及时势的变化，需要对经济史研究中“同乡同业”的概念内涵

重新定义。 按我自己的定义，“同乡同业”是指同一区域的人群依托乡土社会网络，以非正规经

济活动的方式，在乡土社会之外从事相同行业或属于同一产业链的经济活动。 在这一定义中，
“同乡同业”是灵活、非正规、不具有垄断性的，其经济活动也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些大城市，而是

全面铺开，几乎覆盖全国所有城镇。 这当然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开放以及今天的交通

便利大大降低了经济活动的距离成本有关。 我使用“同乡同业”概念，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家乡

福建莆田孙村一带的人们在全国各地从事金银首饰业（简称“打金”业）的情况，认为在乡土之

外的“同乡同业”经济活动与乡土社会发育相辅相成，发达的“同乡同业”体现了乡村空心化的

反向运动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开放时代》杂志在广州举办主题为“社会经济在中国”的第九届

开放时代论坛①，组织者对论坛主题做如下阐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裹挟之下，独大的市场经济

已经越来越与社会的发展相脱离，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及垄断现象日渐加剧。 以中国之博大、地
方经济模式之多元、民间社会资源及文化传统之丰富，应该可以在今天中国探寻到有别于市场

经济而又使经济、社会与文化相互嵌入的多元社会经济实践。 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大体包括集

体经济、合作经济、社会企业以及基于地方社会网络并扩散至全国的各类非正规经济。 如何探

索一条不同于市场经济，又有异于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一项重大社会

工程。” ［７］ 在此，“同乡同业”被视为“社会经济”的一种形式。
与“市场经济”相对的概念并非“计划经济” ，而是“社会经济”或者“团结经济” 。 本来，“经

济”与“社会”应该是紧密结合的，社会中的经济作为一个自我生成系统，“把经济、社会、文化区

分开来是把人引入歧途。 一切经济行为都是社会行为，因此所有的经济总是具有社会特征

的” ［８］ 。 卡尔·波兰尼也并不认为可以有独立存在的市场体系，但会出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经济从社会中脱离出去的趋势，这样就引出保护性的反向运动，使经济活动重新嵌入总的社会

关系之中 ［９］ 。 市场经济一旦发展成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尤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必然

导致经济活动与社会的分离，“在资本逐利的本性驱使下，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可能被抽离出它

原先的在地背景，而得以在任何一个可以实现成本最低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场所重新组合，形成

无心无肺的经济怪胎” ［６］ 。 而社会经济便是致力于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属于卡尔·波兰尼

所说的保护性的反向运动。
“同乡同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一种形式，是如何发生的？ 又是如何体现出“经济”与“社会”

相互嵌入的特点？

二、作为社会经济的“同乡同业”

“同乡同业”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地域性商帮、族商，不具有垄断性。 只要是同一乡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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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届开放时代论坛专门组织了一个 ｐａｎｅｌ 讨论“同乡同业” ，内容包括郑莉报告“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以马来

西亚芙蓉坡兴化人为例” ，谭同学报告“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新化数码快印业研究” ，夏循祥报告“作

为酵母的社会关系：一个被馒头改变的乡镇” 。



的人，都可以利用乡土社会网络加入某一行业。 由于经营者众，所以，其经营活动区域无远弗

届，远超以往地域性商帮、族商。 “同乡同业”也不同于现在所谓的“专业镇” ，“专业镇”往往是

地方政府规划的产物，只是在特定地点集中生产某种产品并在地批发销售，经营者除了本地人，
还有外来者，其经营活动并未向其他区域扩张，可称之为“同域同业”而非“同乡同业” 。 “同乡

同业”既非地域性商帮、族商的再现，亦非地方政府规划的产物，那么，其究竟是缘何出现的？
一是资源禀赋不足与流动型兼业。 今天的“同乡同业”最早出现于从浙江温州，到福建莆

田、泉州、漳州，直至广东潮汕、雷州半岛这一狭长的沿海地带。 该区域的共同特点是十年九旱，
人多地少。 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温州的人均耕地只有 ０．４６ 亩，每劳力耕地 １．５４ 亩，不到全国平

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１０］ 。 根据《莆田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提供的数据，２０１７ 年莆田市常住人口人均耕

地面积仅有 ０．３８ 亩，低于福建省的平均水平，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所以，农业收

成根本无法满足口粮之需，极为有限的耕地也根本无法容纳家庭劳动力就业，以致家中男孩不

得不早早拜师学一门手工艺或者当商贩。 由于乡村市场空间有限，无法实现在地兼业，所以只

能采取游走四方的流动型兼业模式，在农闲季节外出做工或者经商，往往离家数月，其活动可达

一县之范围。 “桥头弹棉郎，挑担走四方” ，说的正是温州永嘉县桥头镇弹棉花的手工艺人。 由

于流动型兼业对农民生计不可或缺，所以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依然允许“串乡经营” 。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

案》 ，其中第十四条规定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积极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公社管理委员会，
应该同生产队商量，合理地解决生产队内部手工业者的口粮问题，合理地处理他们参加集体分

配问题” ，“历来是串乡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者，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应该允许他们串乡经营” 。 这

些习惯于跨越乡土社会边界“串乡经营”的手工艺人，就是改革开放后四处创业的“同乡同业”
的“基本盘” 。 如温州永嘉县桥头镇的“弹棉郎” ，改革开放后成为深入全国城镇的桥头纽扣的

推销员。 而人民公社时期通过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机制随着人民公社的

解体而解体，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徒增的原因。 这些新增的剩余劳动力

在原来的“串乡经营”者带动下，汇入了“同乡同业”的潮流。 据统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温州外

出的各类小商品购销员多达 １０ 万人 ［１０］６６。
二是乡土社会网络与“强关系”带动。 上述区域正好也是乡土社会网络发达的区域，属于姚

中秋先生所谓的“钱塘江以南中国” 。 他说：“西晋灭亡，居住于洛阳及其附近上层士族南迁，其
组织严密，人数众多，不愿与吴中豪杰争锋，于是选择渡过钱塘江，分布于会稽一带，建立起强有

力社会组织。 后来南迁者无法渗入，只好继续南迁。 钱塘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条重要分界线。”
“每一次战乱，都推动相当一部分儒家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向南迁徙” ，以致“钱塘江以南中国”
（宁波以南之沿海地区、皖南、江西等）后来居上，儒家文化的保存反超江南及中原地区 ［１１］ 。 这

一区域的宗族文化的确比较深厚，宗亲意识比较强烈。 此外，这一区域还是中国地方方言最丰

富的区域，各方言之间差异大，难以沟通，由此形成更加清晰的乡土社会边界。 方言是地方性知

识的重要载体，地方性知识具有低替代性，而对低替代性的地方性知识的共享，可以解决人际关

系中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不信任问题。 从事客家研究的人类学家 Ｍｙｒｏｎ Ｃｏｈｅｎ 认为，方言是

中国社会结构的另一个变数，是构成群体的一个主要力量，许多特殊的社会活动方式都直接与

方言之差异有关，如果对方言不加以考虑，任何有关这一地区的社会组织研究均不算完整 ［１２］ 。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便是，这一区域因为宗族文化深厚，存在求男丁传宗接代的生育偏好。
如福建莆田沿海农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早婚早育、“黑婚”
（不登记结婚）现象较为普遍，导致通婚半径缩小以及姻亲关系的进一步强化 ［１３］ 。 以上诸因素

共同编织了这一区域发达的乡土社会网络，这一社会网络由宗亲、姻亲、乡亲以及手工艺师徒等

“强关系”编织。 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在乡土社会网络中“强关系”的带动下，迈过了“同乡同

业”的创业门槛。 “强关系”中的带动者对新人负有帮扶义务，不仅不会将新人视为雇工，而且

还会在新人掌握技术或熟悉经营之道后马上助推其另立门户，自主创业。 值得一提的是，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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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超过宗亲，这与核心家庭日益普遍以及兄弟之间较容易发生利益冲突

有关。
三是低行业门槛与非竞争经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同乡同业”尽管业态众多，但大

多与手工操作有关，从业者需要具备小本创业资金以及在短期内即可习得的技术，如浙江温州

的修鞋补伞、浙江松阳的松香采脂、福建莆田的“打金”等。 由于入行有一定门槛，所以从业者

需要“强关系”的带动。 如上所述，姻亲关系在“同乡同业”发展过程中作用较大，这推动了“同

乡同业”中夫妻档的大量出现。 早期“同乡同业”大多介于二、三产业之间，既是劳动密集型的

手工业，也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 一个小型经营档口正好可以容纳夫妻二人的劳动力，实现

劳动的弹性积累。 夫妻档，前店后家或下店上家成为流行模式，“同乡同业”也从区域内流动兼

业发展到全国范围的定点营业。 “强关系”带动的“同乡同业”既会避免恶性竞争（如“同乡”经

营的“同业”店面之间保持数百米距离乃为潜规则） ，也会寻求更有效率的互惠合作。 “同乡同

业”的行业门槛低，从业者都是凭手工艺和服务吃饭的，“同业”之间体现的并非通过资本扩张

达到垄断市场资源的“大鱼吃小鱼”的资本主义经济逻辑。 “同乡同业”都是一些个体户、小业

主，依托于各自的微型亲缘网络，具有“强关系”的从业者一般同城同域经营，他们在资金、技
术、生产资料、信息、劳动力等方面相互拆借，互通有无，互惠合作，其生产要素成本及经营成本

大大低于置身于乡土社会网络之外的经营者，令外人难以涉足其中与之竞争，这也是“同乡同

业”经营者之间并没有必要形成进一步的联合或者结盟以垄断市场的原因。 由此我们看到中国

乡土社会的韧性，看到乡土社会网络依然可以活跃于城市里的市场经济活动。
四是“生态位”与“文化母体” 。 生态人类学家将生物对具有特殊环境特征的“小生境” （ｍｉ⁃

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中的有限能量和可利用营养的分享称为“生态位”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ｉｃｈｅ） 。 从生态位

的立场出发， “个人是通过社会和文化母体，而非孤立地应对能量和物质资料的各种问题

的” ［１４］ 。 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也指出，由于持久而稳定的人际关系会降低交易成本、提
高合作效率，因此，个体更倾向于维护人际关系而并非追求短期最大利益 ［１５］ 。 “同乡同业”中的

从业者并非经济学所谓的孤立的、个体化的理性人，他们是以乡土社会网络为依托开展经营活

动的。 特定的乡土社会空间就是一个小生境，特定的“强关系”的带动就是其生态位，这同样也

是符合理性的。 因为生态位的重要性，所以个体即使从理性的立场出发，也应该维护好小生境。
在此，小生境犹如“公共产品” ，谁都可以利用。 在经济学的分析中，由于理性人都是孤立的个

体，所以面对“公共产品”时都想“搭便车” ，没有人愿意为分享“公共产品”付费，都将“公共产

品”视为免费的午餐。 可是在“同乡同业”的从业者眼中，这个小生境不仅仅是“公共产品” ，也
是“文化母体” ，每个人都孕育、寄寓其中，都愿意维护好这个“文化母体” 。 所以，但凡春节、元
宵节、清明、神诞等重要节庆，在外的“同乡同业”从业者都尽可能返乡，积极参与家族以及村落

公共活动。 据统计，在“同乡同业”发达的莆田，活跃在乡村神诞舞台的莆仙戏剧团多达一百三

十多个，“全市年演出总数 ６ 万多场次，观众 ３０００ 多万人次。 全市每个行政村年平均演出 ６０ 场

戏，人均年看戏 １０ 场” ，其中社区请戏（ “社戏” ）约占 ７０％ ～ ８０％（神诞及民间节日） ［１６］ 。 在全

国传统戏剧纷纷衰落的背景下，为何唯莆仙戏一枝独秀？ 因为越是“同乡同业”从业者众的乡

村，就越是重视神诞，重视神诞期间人神共娱的戏剧演出。 “同乡同业”从业者们对乡村公共事

务、公益事业以及返乡盖新房（即使他们在城市里购房并常年居住）非常重视，他们高度依赖乡

土社会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所以需要通过参与在家乡进行的各项活动来再生产外出经商所

需的社会资本，同时这也是他们获得乡土社会对其创业成功的认可以及拥有乡村社会成员权的

重要途径。 “同乡同业”与作为“生态位” “文化母体”的乡土社会相辅相成，“同乡同业”从业者

们在家乡内部以及在家乡之外的同城频繁的互惠互动，使得乡土社会资本不仅没有流失，而且

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活 ［１７］ 。 可见，“同乡同业”作为社会经济的形式之一，其社会经济的特点

不仅体现在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还体现在经济活动维护了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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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是如何嵌入“社会”的

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方式主导下，“经济”与“社会”之间其实是很容易脱嵌的，或者说，脱
嵌是常态，嵌入是困难的。 可以打个比方，“经济”与“社会”犹如高速运转中的两大齿轮，一不

小心，转瞬之间即可脱嵌。 福建莆田作为“同乡同业”发达的区域，但“同乡同业”并非在全域获

得均衡发展。 以下从莆田内部的区域差异看“同乡同业”发展过程中“经济”是在何种情况下嵌

入“社会”的。
莆田市总人口近 ３００ 万人，共有海外侨胞 １５０ 万人，分布在 ８３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华侨 ５０

万人，华人 １００ 万人。 正如郑莉指出的那样，莆田人（兴化人）很早以前就在东南亚形成了“同

乡同业” ，因此其华侨华人遍布海外。 而今天莆田形成了多个大规模的“同乡同业” ，民营医疗

行业（俗称的“莆田系” ）占全国市场 ８０％份额，木材行业占全国市场 ７０％份额，金银珠宝行业占

全国市场 ６０％份额。 据莆田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 年公布的统计数据，“莆商” （ “同乡同业” 从业

者）在外经营的生产总值相当于莆田市生产总值（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４５．１９ 亿元）的两倍。 莆田不仅仅

只有地理意义上的一个莆田，在外经商的莆田人也形成了一个依靠莆田本地社会网络的“在外

莆田”或称“同乡同业”的莆田。 值得注意的是，莆田的“同乡同业”基本集中于被称为“界外”
的莆田沿海地区。

莆田市陆地面积为 ４２００ 平方公里，按其区位及地理特征，由东南往西北，大体可以分为“界

外” （沿海） 、“洋面” （平原） 、“山里” （山区）三大区域，这既是地理区位之分，也是地方社会等

级之别。
“洋面”指宋代建设莆田南北洋围垦工程而成就的兴化平原，历来为鱼米之乡，文教及家族

组织尤其发达。 从宋代到清代此地出过上千名进士及为数更多的举人，但“这些进士和举人实

际上只是集中在几十个大家族，大约分布在 ５０ 个左右的大村庄” 。 “洋面”的村庄之间形成了

１５０ 多个“仪式联盟” ，开展宗教、公益慈善、水利规划等活动，是一个集生态、行政、经济、文化于

一身的巨大的社会网络 ［１８］ 。 “界外”①指沿海地区，地瘠人贫，十年九旱，食不果腹，人口密集却

罕见祠堂与族谱，但每个村庄基本上都拥有由明代里社制度演变而来的社庙 ［１３］１４１。 在“洋面”
看来，“界外”意味着边缘、落后、贫穷、愚昧、粗鲁。 而“山里”则交通不便，地广人稀，根据《莆

田年鉴 ２０１８》提供的人口数据加以测算，莆田山区的人口密度大概仅为莆田沿海的四分之一。
但“山里”物产较为丰富，基本上可以“靠山吃山” ，其生活水平及社会地位介于“洋面”与“界

外”之间。
如上所述，今天莆田几大“同乡同业”的从业者基本上都集中在“界外” ，如民营医院和木材

业的从业者集中在忠门半岛，金银首饰业的从业者集中在埭头半岛。 “界外”人因为生计堪忧，
游走型兼业乃自古以来的传统。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界外”就出现了这三大“同乡同

业” ，相关从业者开始遍布全国。 如金银首饰业主要集中在“界外”的北高、埭头、东峤三个镇，
此三个镇的人口都超过十万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多数行业的入行门槛还比较低的时候

就有两三万人外出“打金” 、推销首饰加工所需的模具，大部分为固定设档经营，但也有少部分

家贫本小者沿用游走型兼业传统，走街串巷经营（俗称“走街” ） 。 时至今日，据业内人士估计，
此三镇的金银首饰业从业者约在 １５ 万至 ２０ 万人之间。 这样的从业者规模，可以快速有效地覆

盖全国市场，其营业布点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全国一线城市及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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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在《孙村的路》中对“界外”这一名称的来历有过如下说明：郑成功于 １６４７ 年（清顺治四年） 海上起兵抗清，至
１６６１ 年，郑成功部控制了莆田沿海的南日、湄洲诸岛。 清政府为剿灭郑部，于 １６６２ 年下“截界” 令，沿海核定新界线并筑界

墙，每隔五里即筑一石寨，将沿海居民迁至“界”内，在“界外”实行坚壁清野政策。 直至 １６８０ 年，莆田沿海诸岛方为清军收

复。 １６８３ 年（清康熙二十年） ，台湾纳入大清版图，莆田沿海复界。 虽然“界墙”之存不过 ２１ 年，但“界外”之名却一直沿用至

今，并演变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地方性歧视。



直至今天全国几乎所有城市、县城及主要乡镇。 在“界外” “同乡同业”兴起、壮大的过程中，关
键因素是流动型兼业传统造就的开放的经济活动网络与生计模式、适当的时机、足够规模的从

业者及营销队伍，当然还包括一村一社庙在内的“文化母体”与“同乡同业”之间的良性互动。
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莆仙戏的演出频度可能与“同乡同业”的发达程度正相关，那么，“同乡同

业”发达的莆田沿海地区就应该是莆仙戏演出的重镇。 郑尚宪团队关于莆仙戏现状的调研报告

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报告称，“全市有 １２ 个山区乡镇很少演戏，演出活动主要集中在沿海和平原

不到 ４０ 个乡镇的狭长地带” ［１６］ 。
再来看“洋面” 。 “洋面”曾经富甲一方，但走进今日“洋面”乡村，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河

道堵塞，村落中的住宅多为改革开放之前的建筑，这与豪宅林立的“界外”乡村形成了强烈反

差。 但“洋面”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空心化乡村，其年轻人既未加入“同乡同业”的大军，亦未远

赴他乡进厂打工。 随着临近城区二、三产业的发展，“洋面”的年轻人多离村就近打工，白天进

厂，傍晚下班回村，有的甚至中午也回家午餐，这种“离土不离乡”的打工模式较好地兼顾家庭

生活。 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青睐于在城镇购买商品房并常住，故村里多数时间只见老年人，
已经出现空心化的趋向。 那么，“洋面”为什么与“同乡同业”失之交臂？ 按“洋面”人的说法是

“界外人能吃苦，敢拼” 。 的确，“洋面”一直衣食无忧，包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农民也

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根本不需要像“界外”那样把流动性兼业作为必不可少的生计模式。
虽然“洋面”的传统社会网络资源以及人口密度皆远在“界外”之上，但一旦错过了时机，越是往

后，特定区域人群进入某一行业的资金与技术的门槛必定越高，而且也很难在竞争日益激烈的

全国市场中占有份额。 所以，即使“洋面”近二三十年来也不断涌现出有为的企业家，但其所演

绎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个人创业成功的故事，难以带出成规模的“同乡同业” 。
“山里”乡村又不同于“洋面”和“界外” ，其整体上已呈现出较为典型的空心化特征。 “山

里”无法像“洋面”那样可以就近在二、三产业领域就业，因此，其青壮年大量外出异地打工。 在

此过程中，山区乡村学校的撤并又促使人口进一步往附近中心乡镇或者县城集中，导致本来就

地广人稀的山区人口密度进一步下降，常住人口老龄化的特征极为明显，有些小村庄趋于消失。
“山里”人大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兴起外出创业的潮流，比“界外”人足足迟了十年。 这关

乎的不仅是时间的早晚，重要的是创业机会的丧失和创业成本的抬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山

里”人曾经较多地在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园区或者工人集体宿舍门口以流动摊档经营简单早点，
如包子、馒头、豆浆、油条等，应该说也形成了“同乡同业”的雏形。 但由于“山里”人口少，从业

者规模不够大，加上乡土社会网络较弱，难以快速扩张并覆盖市场，所以，如湖北监利等地方的

人随后不久也加入了这个面向工厂打工者的“早点业” 。 再后来，就被有店面经营的、覆盖全国

市场的“沙县小吃”等“同乡同业”挤出了市场。
我们再归纳一下以上对莆田山区、平原、沿海三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分析。 山区：

散居—传统社会资源较少—靠山吃山—外出打工—在镇上、县城聚居—乡村渐趋消失；平原：聚
居—传统社会资源丰厚—鱼米之乡—就近打工—乡村空心化；沿海：聚居—传统社会资源一般—
人多地少—流动型兼业传统—“同乡同业”—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最后，我们来回应莆田的“同乡同业”为什么集中于“界外”沿海乡村的问题。 传统社会资

源之所以可资利用，是因为它不仅只是文化观念，还包括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 传统社会资源

被激活，不完全取决于资源是否深厚，而主要取决于其所构建的社会网络能否借助一定人口规

模的经济活动而越出原先的地理及社会空间向外扩展（如莆田沿海） ；但如果传统社会资源存

量以及人口规模较少，则妨碍其向外扩展（如莆田山区） ；传统社会资源丰厚，人口规模也巨大，
但经济活动不需要依靠传统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则传统社会资源也不会被激活（如莆田平

原） 。 可见，就“同乡同业”来说，经济与社会能否相互嵌入，取决于一定规模人群在适当时机选

择适当行业的经济活动能否借助传统所构建的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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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社会经济”还是“低端全国化”

人类学系的麦高登（ Ｇｏｒｄｏｎ Ｍａｔｈｅｗｓ）教授近年连续出版了《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

大厦》和《南中国的世界城：广州的非洲人与低端全球化》两本著作，其核心概念是“低端全球

化”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Ｂｅｌｏｗ） 。 按照他的定义，“低端全球化”是指“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

非正式经济（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 。 他还

断言：“低端全球化不是世界的过去，至少在某些方面它是世界的未来。” ［１９］ 他的这个“低端全

球化”算不算“经济全球化” ？ 我自己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成本最低

化为原则对各类生产要素进行全球范围的重新组合，并开展价格的“逐底竞争” 。 而麦高登的

“低端全球化”说白了不过是后发达地区的人来到发达地区采购适合于后发达地区人们消费的

日常用品，并贩卖到欠发达地区的“点对点”的经营活动。 这里面不涉及生产活动，也许勉强可

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形式，但以“低端全球化”冠之，未见得合适。
之所以要提及麦高登“低端全球化”这个概念，一方面，是因为他所谓的“低端”主要是指

“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 ，而这两点正符合“同乡同业”的特征，我们也可以将“同乡同

业”视为“低端” 。 另一方面，目前的“同乡同业”基本上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因为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同乡同业”也是从经济发达地区往欠发达地区、从城市往乡

镇扩张，体现出与“经济全球化”类似的逻辑。 在此不妨借用“经济全球化”概念，将“同乡同业”
视为“全国化”的经济活动。 综合而论，我们也许可以将“同乡同业”在现阶段的发展称为“低端

全国化” 。
我们之所以要从“低端全国化”视角看待“同乡同业” ，是因为在“同乡同业”从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初发展至今的四十年左右时间里，中国的经济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全球化

的潮流势不可当，资本的力量空前强大并且活跃，“同乡同业”的外部资本和内部资本都可能瓦

解“同乡同业”的“社会经济”内涵，“同乡同业”面临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空间已不如四十年前。
尽管如此，“同乡同业”还是在全国遍地开花，如湖南新化的复印业、湖北监利的包子业、青海化

隆的“兰州拉面”业、河南鄢陵的灯光师业、河南许昌的假发业、河北安平的道路护栏业、江苏兴

化的不锈钢业等。 从“低端全国化”的视角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同乡同业”的发展趋向。 “同乡

同业”在经历近四十年的发展之后，大概体现出如下趋向：
一是去技术化与标准化、品牌化、垄断化。 这种情况在某些有一定发展历史的“同乡同业”

中体现出来。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同乡同业”都是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手工

业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相融，这既是行业的门槛，也是行业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性，
但不可替代性显然对资本在市场的扩张构成障碍。 Ｓｉｇｒｉｄ Ｓｃｈｍａｌｚｅｒ 在研究中国农业“绿色革

命”时提出“去技能化”的概念。 她认为，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农民所拥有的技术是丰富的种植

实践和经验，随着农业技术的现代化，传统技术面临挑战，普通农民遭遇普遍的“去技能化” ［２０］ 。
其实，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更是极力追求“去技能化” ，以便将掌握传统技艺和手工操作经验的劳

动者变成可替代性极高的、不得不依赖大企业生存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将劳动者固定在规模化、
标准化的生产流水线上 ［２１］ 。 如湖北监利县毛市镇及周边地区约十万人在全国各地开铺做包

子，其中资本积累雄厚者纷纷往品牌化、连锁经营方向发展，统一设计店面，统一和面、配料、供
料，从业者无须身怀绝技或掌握独家秘方。 著名的“沙县小吃”也在沙县政府的推动下开启了

品牌化、集团化的步伐。 这种标准化、品牌化经营自是符合资本利益，但也必然将“同乡同业”
中的大批自主创业者挤出市场，业内的竞争焦点在于资本投入和规模效应，逐渐形成一枝独大

的垄断局面。
二是高可替代性与“打工化” 。 这种特点在一些后起的“同乡同业”中明显存在。 “同乡同

业”作为非正规经济，其从业者靠手艺吃饭，自雇劳动或者自主创业。 这些手艺往往是地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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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艺，有的甚至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地方性工艺后继乏人以及资本推动下的标准

化、规模化生产的盛行，后起的“同乡同业”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某个行业产业链条中的小环节，
这个环节是劳动密集型的，从业者的可替性高。 虽然大家还是同乡，但除老板外，所有的从业者

都变成了受雇劳动者，自主创业当然也不存在了。 如河南鄢陵的“灯光师” ，其实就是给影视拍

摄现场打灯的人，据说已经遍布全国各影视基地。 又如福建平潭的隧道业，据说目前全国 ８０％
的隧道项目都由平潭人施工挖掘。 表面上看，这两个个案的确可谓“同乡同业” ，但众多从业者

只是受雇于同乡老板，只是在给老板打工，这就是“打工化” 。
三是产业链缩短。 产业链分上游、中游、下游，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同乡同业”因为属

于自雇劳动和自主创业，从业者往往从产业链的中游入手，再逐渐往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扩展，
形成“同乡同业”内部的产业分工。 所以，“同乡同业”可以将“同乡”的劳动力悉数卷入，大批量

带动就业。 也因为“同乡”已经将“同业”的产业链较为完整地掌握在手并且实现了互惠合作，
所以，其他区域的人群加入此行业并竞争获胜的机会不大（虽然“同乡同业”并无垄断经营机

制） 。 如莆田沿海的金银首饰业，不仅有“打金” ，还有收购、贩卖黄金白银，生产制造、销售首饰

加工模具、加工工具、首饰盒，从事从家乡至全国各大城市的客运货运。 以往资本尚欠活跃，可
以地方社会网络力量占据某些行业的大部分产业链，但在二十一世纪以来新兴的“同乡同业”
中，“同乡”趋向“打工化” ，“同乡同业”中的“同乡”难以形成内部产业分工并延伸产业链，几乎

不可能再现较完整掌握某个行业产业链的“同乡同业”了。
四是价值链的社会分层。 价值链是指一种商品（或服务）从生产、运输、加工、包装、储存等

环节，最终达到终端消费者的过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已经出现了全球价值链，形成服务

外包与全球空间再分布。 特定群体、特定社会阶层在特定行业商品生产流通中扮演了不同角

色，在价值链的不同节点上形成社会分层。 如果我们把“同乡同业”中的“同业”视为一种商品

或者服务的话，由于老“同乡同业”的内部分工以及新“同乡同业”的“打工化” ，同样可以看到其

价值链的社会分层。 老“同乡同业”如莆田沿海金银首饰业，有品牌化的珠宝公司，有寻求加盟

的新人，有依然销售“同业”生产工具的小贩；新“同乡同业”如鄢陵“灯光师” ，已被挤压于“全

球价值链”中具有社会分层特点（ “打工者” ）的节点上，“同乡同业”的行业切入口越来越小。

五、余论

“同乡同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一种形式，依托乡土社会资源降低经济活动的成本，作为准公

共产品的依托低成本运作的全国性经营网络，带动了辐射全国的以“同乡”为经营主体的“同

业”产业链，体现了经济与社会互嵌的特征，自主创业、共同富裕的愿景触手可及。 随着“同乡

同业”内部资本与外部资本（包括国内资本与国外资本）日趋活跃，资本扩张的逻辑代替了社会

经济的逻辑，资本利益牵引下的经济活动逐渐与社会脱节，在更广阔的范围而非“同乡”范围组

合生产要素，呈现出经济全球化 ／全国化的特点。 不管是旧有“同乡同业”的内部分化，还是新

起“同乡同业”的“打工化” ，都表明了即便再强大的乡土社会，也难以与资本巨无霸匹敌。 不过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管是什么行业、什么阶段的“同乡同业” ，也不管其在多大程度上利用

了乡土社会网络，它一定是以“低资本投入”和“非正规经济”的形式出现的，只是在今日的“同

乡同业”中，“社会经济”的形象淡出，“低端全国化”的面目显现。
考诸“同乡同业”的发展历程，其作为特殊的经济活动方式，滥觞于特定区域的乡土社会之

中。 而后起的在全国四处开花的“同乡同业” ，虽说更多地受到资本力量的主导，但它之所以在

此地而非在彼处出现，也仍然与地方的资源禀赋、生计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有关。 不同时

期、不同区域的人群对“同乡同业”的行业选择及运作逻辑不尽相同，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区

域“同乡同业”现象的比较，可以发现社会变迁及区域社会构成差异的丰富信息。 从“同乡同

业”的区域性分布可以洞察不同区域的社会特点，而从“同乡同业”的阶段性发展也可以了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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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全球化、全国化的活跃程度。 研究“同乡同业”不失为落实“区域研究” 、丰富中国研究的重要

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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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ｏｄａｙ􀆳ｓ “ ｆｅｌｌｏｗ ｔｏｗｎｓｍｅｎ”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
ｇｒｅ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ｏ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ｂｒａｎｄｉｎｇ ／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ｈｉｇｈ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 ｓｈｏｒｔｅｎ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ｅｔｃ．， ａｎｄ ａｒ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 ｌｏｗ－ｅ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 ｆｅｌｌｏｗ ｔｏｗｎｓｍｅｎ ａｎｄ ｐｅｅｒ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ｅｌｌｏｗ Ｔｏｗｎｓｍ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Ｌｏｗ－Ｅ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７１

第 ５ 期 吴重庆 　 　 “同乡同业” ：“社会经济”或“低端全国化” ？


